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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的存货明细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存货水平的影响。 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的存货水平越低。 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业
务复杂度高、与供应商 ／ 客户地理距离远以及所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存货水平的降低作用更大。 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企业存货管理能力和缩短采购提前期是数字化转型降

低企业存货水平的两条作用路径。 研究结论对于如何通过促进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我国传统产业升

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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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根据《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２ 年）》显示，截至 ２０２１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４５． ５ 万亿元，其中产业

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超过八成。 不言而喻，作为数字经济在微观视角下的具体落实方式，数字化转

型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力量。 对此，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协同推进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为构建数字中国

提供有力支撑。 既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但可以驱动股票流动性［１］、全要素生产率［２］ 的提升，而
且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３］、提高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４］、赋能企业成长［５］ 等，但对更加微观的企

业行为决策缺乏应有的关注。
存货是指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为生产或销售而储备的物资，是企业不可或缺的资产。 一

方面，企业持有充足的存货，不但可以保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迅速满足客户订货需要，避免因存货

不足带来的机会损失，而且降低了因较高采购频次所产生的高昂订单处理成本和运输费用等存货获

得成本［６］；另一方面，存货流动性较差，难以及时变现，存货过多必然会占用企业大量的资金，造成仓

储与管理费用等存货持有成本的增加，这会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进而增加其经营风险。 显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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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存货调整行为是企业最为重要的经济决策之一，企业管理者会权衡其成本和收益，就存货具体水

平做出最佳决策。 同时，存货持有水平的高低也被视为企业经营规模和运营效率的重要体现［７］，对企

业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 既有国内文献以企业存货水平作为切入点，剖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８］，或者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９］。 而在微观视角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

究主要从信用政策［１０］、内部控制缺陷［１１］、供应链管理［１２］ 等角度解释影响企业存货变动的各种因素。
遗憾的是，尚未有文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存货调整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理论上，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技术与生产发展深度融合的微观转变，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

能［１］，为企业带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１３］，必然会对企业存货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基于企业

内部生产经营视角，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数字化连接，可以有效缓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１４］，并且企业

能够通过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实现“万物互联” ［１５］，实时获取生产和仓储信息数据［５］。 同时，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计算与算法技术可以高效、准确地分析大量数据，优化运营管理决策，实现“供给 － 需求”两
端的精准匹配，由此导致企业存货持有水平的降低。 另一方面，基于供应链管理视角，数字化转型革

新了企业对外的互动方式、沟通模式和链接渠道［１６］，促进了各主体间的信息共享和生产协同，这有助

于上下游主体动态调整采购、库存、运输及配送等供应链环节，提高供应链效率，使得企业存货水平进

一步降低。 然而，现有文献尚未提供经验证据。 鉴于此，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

度，通过检验数字化转型是否会降低企业存货水平来研究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１）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 由于量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

度较为困难，既有相关文献主要以案例分析和理论研究为主。 近年来，文本分析方法的出现使得度量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成为可能。 学者们基于多个视角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但是鲜

有文献从企业行为决策的角度展开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管理层的存货调整行为视角，考察数字化转

型是否会降低企业存货水平，并探索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这不但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

研究，而且也开阔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行为决策影响的理论视角。 （２）丰富和完善了企业存货调整影

响因素的研究。 区别于既有文献，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这一非结构化指

标，验证其对企业存货水平的影响。 这不但为既有存货调整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而且为企业如何优化库存决策、提升运营绩效，继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赋能我国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调整

鉴于存货的重要性，企业界和学术界不断涌现各种存货管理思想与方法，以期在满足生产连续性

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存货持有水平，从而使存货总成本最小化。 在简化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中，假
设企业每日需求量、从订货到交货的时间即提前期不变，当库存量下降到最低安全库存水平（日需求

量与提前期的乘积），即再订货点时，企业需要下订单重新补充库存，使企业库存回到目标库存水平。
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每日需求量和供应商交货时间均具有很大的波动性，这使得企业必须额外

保存一定数量的存货即保险储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需求增加或供货延迟情况。 可见，需求不确定性

与提前期的存在是企业存货持有水平的重大影响因素。 Ａｋ ａｎｄ Ｐａｔａｔｏｕｋａｓ［１２］认为，存货管理的主要目

标是减轻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 张勋等［８］研究证实，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通过降低运输成本、缩
短采购提前期、降低最低安全库存，从而减少企业的库存水平。 基于此，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

过提高企业存货管理能力和缩短提前期两种路径降低存货水平，具体影响机理分析如下。
第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存货管理能力降低存货水平。 存货是为了满足未来需求而暂

时闲置的资源，具有整合需求和供给的功能［１７］。 但随着消费者需求日趋个性化、多样化，企业面临着更

大的需求不确定性，“需求”与“供给”相脱节已经成为企业内部存货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数字技术所

拥有的“数据 ＋算力 ＋算法”三大要素，能够为提高企业存货管理能力，实现“供给 需求”两端的精准衔

接提供必要的条件。 具体来说：（１）在需求端，ＩＴ 时代的企业管理者只能根据历史数据或者经验粗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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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需求趋势，为避免缺货风险，企业往往持有高于真实需求的存货水平。 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即时交

互的信息前所未有地连接了企业和用户，这使得企业能够快速地聚集海量的诸如关键词搜索频次、页面

停留时间以及历史购买情况等用户行为特征数据。 此时，企业可以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算法技术高

效、准确地分析大量数据，实现大数据建模等，对用户偏好和行为进行更精确、更深入地挖掘［１３］，提高预

测用户需求的准确率，这使得企业管理者能够提前对存货需求变化做出准确预判，及时调整存货，从而大

幅度降低企业存货水平。 （２）在供给端，数量庞大和种类繁多的存货散落于企业的各个仓库和生产车

间。 在传统管理模式下，企业管理者仅能根据出库入库记录和划分笼统的科目余额了解存货的大致情

况。 即便企业管理者普遍具有调整存货的意愿，但由于缺乏对资源的精准把控，往往不具有相应的调整

能力［３］。 然而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借助传感器技术、ＲＦＩＤ 技术以及嵌入式技术等物联网关键技术

和 ５Ｇ 技术将所有物品通过网络链接起来［１５］，实时获取各类存货的属性、空间位置和时间流动轨迹等信

息，并通过上传至云端反馈到可视化系统界面上［１８］，从而实现存货周转各个环节的透明化。 此时，通过

打通“供给 需求”两端的数据壁垒以及数字技术辅助决策，企业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决策信息不完全性与

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性的制约，这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存货管理能力，使其能够根据实时的市场需求信息

进行生产调度，在及时满足需求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存货水平。
第二，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缩短提前期降低存货水平。 在企业的日常供应链活动中，提前期表现

在地理上分割的上下游企业间采购、库存以及物流等业务环节无法同步衔接，导致交付普遍滞后，这
使得各企业不得不保有大量的安全库存。 究其原因，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企业间普遍存在的“信息壁

垒”。 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对外共享生产计划、库存以及需求等关键信息的意愿和能力，加强各

业务环节的合作，从而为缩短采购提前期提供了契机。 具体来说：（１）作为一种新的范式革命，数字经

济驱动着企业价值观、思维原则和方法论的转换，使得“开放、平等、协作、共享”成为企业的共识［１９］。
同样地，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带来了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也迫使企业思维由竞争逻辑向共生逻

辑转变［２０］。 与此同时，区块链加密技术满足了信息安全性需求和所有权验证需求，只有获得授权的

节点才能查看相关信息。 在此情况下，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能够结合访问权限调整供应链信息的

公开度，使得企业在进行信息共享的同时能够保留核心机密［２１］，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对外共享信

息的意愿。 （２）由于数据同质化的本质特征，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能够借助大数据、物联网及云计

算等数字技术采集组织内外部海量的非结构化、非标准化的市场、生产等相关信息，并处理成同质化

的“０ － １”进制数据［２２］。 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毫秒级时延和高可靠性的 ５Ｇ 网络，将数据上传至供应

链信息共享平台，低成本、无时滞地传递给供应链中的其他成员，从而提高企业对外共享信息的能力。
进一步地，信息的即时交互有利于形成可靠、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２３］，这极大地促进了企业间实时

交易的实现。 此时，各个企业可以动态调整采购、库存、运输及配送等供应链环节，使之同步衔接，这
有助于缩短甚至消除提前期。 在此情况下，企业存货向下调整的成本（缺货成本等）得以大幅度降低，
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库存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的存货水平。
（二） 产权性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调整

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存货调整的影响可能存在非对称差异。 首先，国有企业

在资源获取、市场占有等方面具有先天的绝对优势［１］。 即使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而陷入财务困境，鉴
于其在拓展就业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也能够得到政府的财政救助。 而非国有企业则

面临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环境，如何加快存货周转、降低存货成本对其而言极为关键。 从这个角度来

说，非国有企业拥有更为进取的创新和变革意识，能够切实地将数字化转型深度嵌入到自身的生产经

营活动中，借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营风险，并最终赢得竞争优势。 其次，国有企业决策文化中的

“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２４］，具有鲜明的行政化管理色彩。 “垂直化、科层制、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使得

国有企业在决策方面欠缺灵活性［１３］，从而导致其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 与之相比，实施数字化转型

的非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可能更趋于网络化、扁平化，这大大促进了各部门之间信息的流通，更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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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企业快速响应顾客需求并及时地做出存货调整决策。 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２：与国有企业相比，在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存货水平的降低作用更大。
（三） 业务复杂度、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调整

客观上，业务复杂度的提高在企业中会产生组织协调困难、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２５］，这对管理

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因此，在不同的业务模式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存货调整的效果可能有所差

异。 采取多元化业务模式即业务复杂程度较高的企业往往广泛地介入不同的产品、行业或地区业务，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存货种类与数量的倍增以及组织结构的多重叠加，从而加大管理者及时、准确地获

取存货信息以及感知市场需求变化的难度，同时阻碍着信息在企业内部的有效传递，使得购产销部门

沟通滞后，增加了管理者的决策难度以及决策失误的风险，这将不利于企业存货的调整。 此时，实施

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通过将数字技术嵌入自身生产组织体系，不但可以提高企业的信息获取能力，而且

能够促进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数据信息的流动互通，进而转变了管理者的决策基础和决策方式［２６］，
这将有助于管理者做出科学有效的存货调整决策，并使企业存货水平大大降低。 相反，采取单一化业

务模式即业务复杂程度较低的企业存货种类与数量更少，组织结构也更为简单，管理者可以较为及

时、准确地获取企业内外部信息，因而可能难以发挥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信息获取和传递优势。 基于

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３：与业务复杂度低的企业相比，在业务复杂度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存货水平的降低作

用更大。
（四） 供应商 ／ 客户地理距离、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调整

理论上，当企业与供应商或客户地理邻近时，频繁的业务往来、货物运输时间的减少使得企业能

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客户的需求、获取客户的反馈和及时采购原材料等，此时企业可能不需要过多地依

赖数字化转型便可以及时调整生产安排、减少冗余存货。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企业与供应商或客户地

理邻近时，数字化转型对存货的降低作用可能相对较小。 与之相反，如果供应链企业之间地理距离较

远，那么会导致知识和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损耗与失真［２７］。 较低的信息传递效率不利于供应链互

动［２８］，而且客观上延长了货物运输时间，这使得企业难以及时、准确地做出存货调整决策，故企业的

存货水平会较高。 在此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缩短了上下游企业间

的信息距离，从而大大缓解了企业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以及压缩了提前期，使得企业的存货水平大幅

度降低。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４：与和供应商 ／客户地理距离较近的企业相比，在和供应商 ／客户地理距离较远的企业中，数

字化转型对存货水平的降低作用更大。
（五） 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调整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存货水平的降低效果可能会因所属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 一方面，良好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地促进数据与信息的高效流转，加速知识、
技术要素的传播与溢出［２９］，这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借鉴、学习和模仿等方式，快速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

平，加速数字技术与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的融合进程，从而有助于企业存货水平的降低。 与此同时，企
业数字化转型面临很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普遍存在着转型成本高、转型时间长以及转型能力弱等问

题［３０］。 然而，良好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意味着该区域拥有大量的高端数字人才、完备的数字服

务产业和更多的政策倾斜等要素，能够为该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较好的物质基础和发展条件，进
而通过减轻企业转型负担助推其顺利转型，并最终促使企业存货水平进一步降低。 另一方面，当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时，企业较少地接收到外部溢出的知识与技术要素。 同时，处于该区域内

的企业大多缺乏外部人才、物力以及政策等资源的保障和扶持，这导致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和负担巨

大，此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效果可能不佳。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五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５：与所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的企业相比，在所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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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存货水平的降低作用更大。
三、 研究设计

（一） 变量定义

１． 企业数字化转型

吴非等［１］指出，年报具有总结和指导性质，其中的词汇用法能够很大程度上映射企业的战略特征

和经营理念，故本文通过统计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有关的词频（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

术、大数据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等维度）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参考袁淳等［４］ 的做法，本文

用企业年度数字化转型的总词频除以年报文本词汇数量，并乘以 １ ０００ 来刻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Ｄｉｇｉｔａｌ，其值越大，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２． 企业存货水平

本文拟从存货调整角度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微观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 由于非产成品存货的

波动能够更好地表征企业生产决策的变化，故本文参考李雨浓等［９］的研究，选取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水

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存货合计额减去产成品存货金额取得。 企业的存货通常具体包括原材料、在产

品、产成品、周转材料、发出商品和委托代销商品等。 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度量：一是考虑到发

出商品与委托代销商品在实物形态上仍属于“产成品”的范畴，用存货合计减去产成品、发出商品和委

托代销商品后， 取其对数得到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二是用存货合计减去产成品后，取其对数得到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下
文所提到的存货皆为非产成品存货。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和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 的值越小，说明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

越低。
３． 产权性质

本文设置了企业的产权性质变量 Ｓｔａｔｅ，若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单位或国有法人，则 Ｓｔａｔｅ 取值

１，否则为 ０。
４． 业务复杂度

参考路军伟和王舒慧［２５］ 等的研究，本文选取 Ｓｉｚｅ（公司资产规模）、Ｓｅｇｍｅｎｔ（控股子公司数量）、
Ｆｉｒｍａｇｅ（公司成立年限）、ＮＯＳ（海外子公司数量）、Ｆｏｒｅｉｇｎ（海外业务收入占比）、ＮＰＳ（产品分部数

目）、ＮＲＳ（地区分部数目）、ＮＩＳ（行业分部数目） 等８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反映企业业务复

杂度的综合指标 ＣＯＭ。ＣＯＭ 值越大，说明企业业务复杂程度越高。本文按其年度行业中位数对样本企

业进行分组，如果企业ＣＯＭ大于年度行业中位数，则为业务复杂度高组（ＣＯＭ＿ｄｕｍ ＝ １），反之为业务

复杂度低组（ＣＯＭ＿ｄｕｍ ＝ ０）。
５． 供应商 ／客户地理距离

本文从省级层面衡量企业与供应商 ／ 客户之间的地理距离，即如果企业与其大多数供应商 ／ 客户

处于同一省份（不同省份），则认为该企业和供应商 ／ 客户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较远）。具体做法是：
如果年度企业前五大供应商或客户中至少有三家与该企业同属一个省份，则将其划分为与供应商地

理距离近组（Ｆａｒ＿ｓ ＝ ０）、与客户地理距离近组（Ｆａｒ＿ｃ ＝ ０）；否则将其划分为与供应商地理距离远组

（Ｆａｒ＿ｓ ＝ １）、与客户地理距离远组（Ｆａｒ＿ｃ ＝ １）。
６．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空间上存在不平衡性，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较为薄弱。 本文借鉴白俊红等［３１］的划分方法，将各省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并将

东部和中部地区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组（Ａｒｅａ ＝ １），将西部地区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低组（Ａｒｅａ ＝ ０）。
（二） 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模型（１）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企业存货水平，预期 Ｄｉｇｉｔａｌ 系数显著为负。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 ＋ ∑βｉ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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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Ｃｏｎｔｒｏｌ 代表一系列影响企业存货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 Ｓｉｚｅ、Ｌｅｖ、Ｒｏａ、Ｇｒｏｗｔｈ、Ａｇｅ、Ｓｔａｆｆ、
Ｓｔａｔｅ、Ｍｓｈ、Ｓｈｒ１ 等公司财务与治理特征变量以及 ＰｅｒＧＤＰ、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Ｗａｔｅｒ、Ｔｒｕｃｋ 等宏观层面变量。
具体的控制变量定义如表 １ 所示。同时，模型控制了年度和行业。

表 １　 控制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ｔ 年末总资产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ｔ 年末总负债 ／总资产
总资产报酬率 Ｒｏａ ｔ 年营业利润 ／年末总资产
成长性 Ｇｒｏｗｔｈ ［ ｔ 年营业收入 － （ ｔ － １）年营业收入］ ／ （ ｔ － １）年营业收入
公司年龄 Ａｇｅ 截至当期的公司上市年数
员工人数 Ｓｔａｆｆ ｔ 年末企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
管理层持股 Ｍｓｈ ｔ 年末高管人员持股比例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Ｓｈｒ１ ｔ 年末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地区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ＧＤＰ 企业所在省（市）年度人均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
地区铁路密度 Ｒａｉｌ 企业所在省（市）当年度铁路总里程 ／总面积的自然对数
地区公路密度 Ｒｏａｄ 企业所在省（市）当年度公路总里程 ／总面积的自然对数
地区内河航道密度 Ｗａｔｅｒ 企业所在省（市）当年度内河航道总里程 ／总面积的自然对数
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 Ｔｒｕｃｋ 企业所在省（市）当年度载货汽车总数量 ／总面积的自然对数
年度哑变量 Ｙｅａｒ 设 ｎ － １ 个年度哑变量（ｎ 为样本区间）
行业哑变量 Ｉｎｄ 设 １９ 个行业哑变量（按证监会行业分类，样本分布于 ２０ 个行业）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剔除金融保险业后的沪深两市 Ａ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在数据来源方面，
年报文本词汇数量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企业存货数据与海外业务收入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资讯金

融终端，计算产权性质的最终控制人类型数据取自 ＣＣＥＲ 经济金融数据库，公司前五大供应商 ／客户数

据、财务数据、治理数据、宏观层面数据以及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特征词的词频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在实证检验中，本文剔除了回归所需变量数值缺失的样本，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１％的缩尾处理。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存货水平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 两者的平均值分别为 １９. ００４、
１９. ０１３，对应的原始金额分别为 １３. ０１ 亿元和 １３. ０４ 亿元，表明样本区间内我国上市公司的存货数量

庞大且普遍存在。数字化转型Ｄｉｇｉｔａｌ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０. ２６５、０. ０１４、２. ３３２，表明样本

区间内我国上市公司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不再赘述。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下四分位数 中值 上四分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２６５ ０． ４１２ ０． ０４０ ０． １０１ ０． ２９０ ０． ０１４ ２． ３３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１９． ００４ １． ９６８ １７． ９７０ １８． ９９５ ２０． １０７ １３． ０１５ ２４． ３９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 １９． ０１３ １． ９５９ １７． ９７５ １９． ００１ ２０． １１３ １３． １０４ ２４． ３９３
Ｓｔａｔｅ ０． ２９４ ０． ４５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ＣＯＭ＿ｄｕｍ ０． ５４２ ０． ４９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Ｆａｒ＿ｓ ０． ３７０ ０． ４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Ｆａｒ＿ｃ ０． ３０５ ０． ４６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Ａｒｅａ ０． ８９２ ０． ３１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二） 多元回归分析

表３是利用模型（１） 对假说１进行检验的结果。当模型（１） 中的因变量为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时，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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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ｇｉｔａｌ的回归系数为 － ０. ２６８，且在１％ 的水平下显著；当模型（１） 中的因变量为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 时，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为 － ０. ２５０ ８，且同样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上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

企业的存货水平，即假说 １ 得证。

表 ３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水平

变量

因变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因变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回归系数 Ｐ 值 ｔ 值 回归系数 Ｐ 值 ｔ 值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０． ２６８ ０∗∗∗ ０． ０００ ０ － ７． ３５１ ０ － ０． ２５０ ８∗∗∗ ０． ０００ ０ － ６． ９２４ ４
Ｓｉｚｅ ０． ９４８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４０． ２８４ １ ０． ９４９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４０． ７４２ １
Ｌｅｖ １． ０６０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 ７１２ ５ １． ０５９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 ７８３ ９
Ｒｏａ ０． ５４２ ４∗∗∗ ０． ００６ ９ ２． ７０２ ８ ０． ５４６ ２∗∗∗ ０． ００６ ２ ２． ７３８ ５
Ｇｒｏｗｔｈ － ０． ０８２ ３∗∗ ０． ０１７ １ － ２． ３８４ ７ － ０． ０７５ ５∗∗ ０． ０２９ ３ － ２． １７９ ５
Ａｇｅ －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４５７ ４ － ０． ７４３ ２ －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５０１ ４ － ０． ６７２ ３
Ｓｔａｆｆ ０． ０１８ ８ ０． ４１９ ７ ０． ８０６ ９ ０． ０２０ ５ ０． ３７５ １ ０． ８８６ ９
Ｓｔａｔｅ ０． １１１ ３∗∗∗ ０． ００１ ４ ３． １９４ ０ ０． ０８７ ９∗∗ ０． ０１０６ ２． ５５５ ５
Ｍｓｈ －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９８４ ８ － ０． ０１９ １ － ０． ０３７ ６ ０． ６４８ ６ － ０． ４５５ ８
Ｓｈｒ１ －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１５２ ７ － １． ４３０ ０ －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４０２ ９ － ０． ８３６ ４
ＰｅｒＧＤＰ ０． ０８０ ６ ０． ２４１ ２ １． １７２ ０ ０． ０９０ ５ ０． １８６ ６ １． ３２０ ８
Ｒａｉｌ ０． ０６４ ７ ０． ２０９ ８ １． ２５４ ２ ０． ０６４ １ ０． ２１１ ０ １． ２５０ ９
Ｒｏａｄ ０． １７３ ２∗∗∗ ０． ００５ １ ２． ８０３ ０ ０． １５５ ６∗∗ ０． ０１０ ３ ２． ５６５ １
Ｗａｔｅｒ － ０． ０２０ ０ ０． １５６７ － １． ４１６ ４ － ０． ０２３ ８∗ ０． ０９０ ０ － １． ６９５ ６
Ｔｒｕｃｋ － ０． ０８９ ２∗∗ ０． ０２０ ０ － ２． ３２６ ３ － ０． ０８５ ０∗∗ ０． ０２５ ３ － ２． ２３７ ０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 ４． １２３ ９∗∗∗ ０． ０００ ０ － ４． １８０ ２ － ４． ０９９ ５∗∗∗ ０． ０００ ０ － ４． ２０２ ６
Ｎ １１ ７９７ １１ ８００
ｒ２＿ａ ０． ５７０ ０． ５７２
Ｆ ４２１． ６ ４２４． 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ｔ 值经过了稳健调整。

表 ４　 产权性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水平

变量

因变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因变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０． １３３ ４ － ０． ２７５ ０∗∗∗ － ０． １３１ １ － ０． ２５４ ６∗∗∗

（ － １． ３１１） （ － ７． ０８４） （ － １． ２８９） （ － ６． ６３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 ７． ３３９ ６∗∗∗ － ２． ４９５ ３∗∗ － ７． ４２２ ６∗∗∗ － ２． ３８５ ９∗∗

（ － ４． １６５） （ － ２． １０５） （ － ４． ２０９） （ － ２． ０５８）
Ｎ ３ ３６８ ８ ４２９ ３ ３６８ ８ ４３２

ｒ２＿ａ ０． ６０２ ０． ５３８ ０． ６０２ ０． ５４３

Ｆ １８７． ０３５ ２３６． ３８７ １８７． ２６３ ２４０． ７４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且经过了稳健调整。 控制变量的设定与模型（１）
保持一致，限于篇幅，未列示其回归结果。

表４是对假说２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
无论因变量为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还是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在
国有企业样本中，数字化转型Ｄｉｇｉｔａｌ的回归

系数均不显著。与此相反，在非国有企业样

本中，Ｄｉｇｉｔａｌ的回归系数均在１％ 的水平下

显著为负。这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在非国

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存货水平的降低

作用更大，即假说 ２ 得证。
表 ５ 是对假说 ３ 的检验结果。如第

（１） 列和第（３） 列的回归结果所示，无论

因变量为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还是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在业

务复杂度高组中，数字化转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
回归系数均在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
在业务复杂度低组中，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

数均不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

对存货水平的降低作用在业务复杂度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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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业务复杂度、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水平

变量

因变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因变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

业务复杂度 业务复杂度

高 低 高 低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０． ４１４ １∗∗∗ － ０． ０７８ ８ － ０． ４０５ ５∗∗∗ － ０． ０５１ ５
（ － ７． ８１０） （ － １． ５７２） （ － ７． ６６１） （ － １． ０４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 １． ９１１ ８ － ５． ７６７ ７∗∗∗ － ２． ２８６ ０∗ － ５． ６６６ ６∗∗∗

（ － １． ５０２） （ － ３． ５５３） （ － １． ８０４） （ － ３． ５４３）
Ｎ ６ ５５７ ５ ０４９ ６ ５５８ ５ ０５１
ｒ２＿ａ ０． ５９１ ０． ４６４ ０． ５９２ ０． ４６８
Ｆ ２８７． １８５ １０５． ５３６ ２８８． ４５５ １０７． ４３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且经过了稳健调整。 控制变量的设定与模型（１）
保持一致，限于篇幅，未列示其回归结果。

的企业中更大，即假说 ３ 得证。
表 ６ 是对假说 ４ 的检验结果。如第（１）

列、第（２） 列、第（５） 列和第（６） 列所示，无
论因变量为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还是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在与

供应商地理距离近组中， 数字化转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但在与供应

商地理距离远组中，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均

在 １０％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如第（３） 列、第
（４） 列、第（７） 列和第（８） 列所示，无论因

变量为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还是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在与客

户地理距离近组中，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

均不显著；但在与客户地理距离远组中，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５％ 的水平下显

著为负。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存货

水平的降低作用在与供应商 ／ 客户地理

距离远的企业中更大，即假说 ４ 得证。
表 ６　 供应商 ／客户地理距离、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水平

变量

因变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因变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

与供应商地理距离 与客户地理距离 与供应商地理距离 与客户地理距离

近 远 近 远 近 远 近 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 １５５ ２ － ０ ． ３５３ ７∗ ０． ０９８ ２ － ０． ３２０ ９∗∗ ０． １５５ ２ － ０． ３０６ ５∗ ０． １０１ ３ － ０． ２９１ １∗∗

（０． ５２４） （ － １． ８７６） （０． ２１４） （ － ２． ３１６） （０． ５２４） （ － １． ６８０） （０． ２２２） （ － ２． １７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 １１ ． ６７９ ３∗∗ － ０． ６３８ ７ － ２０． ５６５ ８∗∗∗ １． ８６９ ８ － １１． ６７９ ３∗∗ １． ０４０ ７ － ２１． １５４ ２∗∗∗ ２． ６７２ ３
（ － ２． ４２０） （ － ０． １４５） （ － ３． ００５） （０． ５４１） （ － ２． ４２０） （０． ２３６） （ － ３． １１１） （０． ７７５）

Ｎ ４９４ ７６０ ４０６ ９８３ ４９４ ７６０ ４０６ ９８３
ｒ２＿ａ ０ ． ６６９ ０ ． ４８２ ０ ． ５６０ ０ ． ４９５ ０ ． ６６９ ０ ． ４９４ ０ ． ５６３ ０ ． ５０７
Ｆ １１７ ． ９０７ ２７ ． ３６３ ２３ ． ７１１ ４１ ． ０３８ １１７ ． ９０７ ２７ ． ７７０ ２３ ． ８９６ ４０ ． ３１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且经过了稳健调整。 控制变量

的设定与模型（１）保持一致，限于篇幅，未列示其回归结果。

　 　 表 ７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水平

变量

因变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因变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高 低 高 低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０． ２６８ ７∗∗∗ － ０． ２２８ ４ － ０． ２５０ ７∗∗∗ － ０． ２００ ４
（ － ７． ２０１） （ － １． ５６４） （ － ６． ７６７） （ － １． ４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 ５． ９６６ ５∗∗∗ － ０． ６５４ １ － ６． ２０２ ３∗∗∗ － ０． ０８２ ０
（ － ５． ０６３） （ － ０． ２７６） （ － ５． ２４３） （ － ０． ０３５）

Ｎ １０ ５３７ １ ２６０ １０ ５３９ １ ２６１
ｒ２＿ａ ０． ５７２ ０． ６１８ ０． ５７３ ０． ６２３
Ｆ ３７９． ３４０ ６２． ６２９ ３８２． ０２５ ６３． １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且经过了稳健调整。 控制变量的设定与模型（１）
保持一致，限于篇幅，未列示其回归结果。

表７是对假说５的检验结果。如第（１）
列和第（３） 列的回归结果所示，无论因变

量为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还是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２，在地区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组中，数字化转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 的水平下显

著为负；而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低组中，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上
述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存货水平

的降低作用在所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高的企业中更大，即假说 ５ 得证。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

行了如下检验： （１） 选择企业所在地区

—３４—



张　 勇，侯路遥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货调整行为

（省份或城市） 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行业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缓解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２） 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回归缓解样本自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３）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ＰＳＭ） 缓解模型形式设定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４） 重新度量数字化

转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公式为：企业年度数字化转型的总词频 ／ 年报句子总量 × １ ０００。（５） 重新度量非产成品

存货水平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３，公式为：（存货合计 － 产成品 － 发出商品 － 委托代销商品） ／ 存货合计。（６） 选取

赫芬达尔指数（ＨＨＩ） 重新对企业的业务复杂度进行度量，公式为：ＨＨＩ ＝ １ －∑Ｐｉ２，其中 Ｐｉ为企业各

行业分部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本文按其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业务复杂度高组和低

组，并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前文的研究结论不变①。
五、 进一步分析：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本文认为提高企业存货管理能力和缩短提前期是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存货水平

的两条可能的作用路径。 因此，本文构造模型（２）和模型（３）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存货管理能力、提前

期的影响，从而验证上述作用路径是否成立。 当模型中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分别显著为正、负时，说明

上述作用机制成立。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２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 ＋ β２Ｓｉｚｅ ＋ β３Ｌｅｖ ＋ β４Ｒｏａ ＋ β５Ｇｒｏｗｔｈ ＋ β６Ａｇｅ ＋ β７Ｓｔａｔｅ ＋ β８Ｓｈｒ１

＋ β９Ｆｉｘ ＋ β１０Ｃａｓｈｈｏｌ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ε （２）

Ｌｅａｄｔｉｍｅ ／ Ｌｅａｄｔｉｍｅ２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 ＋ β２Ｓｉｚｅ ＋ β３Ｌｅｖ ＋ β４Ｒｏａ ＋ β５Ｇｒｏｗｔｈ ＋ β６Ａｇｅ ＋ β７Ｓｔａｔｅ

＋ β８Ｓｈｒ１ ＋ β９Ｍｓｈ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ε （３）

在模型（２） 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存货管理能力。既有文献普遍认为，存货周转率是衡量企业存

货管理水平的综合性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１）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 ｌｎ（主营业务成本 ／ 平均存货）；
（２）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２ ＝ ｌｎ（营业成本 ／ 平均存货）。其中，平均存货 ＝ （期初存货 ＋ 期末存货） ／ ２。在模型（３）
中，被解释变量为提前期。参考赵泉午等［３２］ 和张勋等［８］ 的研究，采用应付账款周转天数衡量提前期，
并采取以下两种计算方式：（１）Ｌｅａｄｔｉｍｅ ＝ ｌｎ［３６５ ／ （主营业务成本 ／ 平均应付账款）］；（２）Ｌｅａｄｔｉｍｅ２
＝ ｌｎ［３６５ ／ （营业成本 ／ 平均应付账款）］。 其中，平均应付账款 ＝ （期初应付账款 ＋期末应付账款） ／ ２。

表 ８　 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存货水平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机制 １：存货管理能力 机制 ２：提前期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２ Ｌｅａｄｔｉｍｅ Ｌｅａｄｔｉｍｅ２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２２５ ０∗∗∗ ０． ２７３ ４∗∗∗ － ０． ０３９ ０∗∗ － ０． ０８９ ２∗∗∗

（７． ６８８） （９． ２３１） （ － ２． １１８） （ － ４． ８７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 ０． ６３８ ６∗∗∗ ０． ２００ ０ ３． ７３９ ０∗∗∗ ２． ９４１ ４∗∗∗

（ － ３． ０４１） （０． ９７４） （２３． １６６） （１９． ２５６）
Ｎ １４ ６１４ １４ ６１５ １４ ３８９ １４ ３９０
ｒ２＿ａ ０． ２９８ ０． ２８７ ０． ２１８ ０． ２３２
Ｆ １１９． ９００ １０７． ７０３ １０４． ９４１ １３０． ４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且经过了稳健调整。 控制变量的设定见模型（２）
和模型（３），限于篇幅，未列示其回归结果。

相应控制变量主要参考王征和刘文

娟［３３］ 的研究进行设置。其中，固定资产

占比 Ｆｉｘ 的计算公式为：固定资产净额 ／
总资产；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Ｃａｓｈｈｏｌｄ 的

计算公式为：年末现金与现金等价物之

和 ／ （年末总资产 －年末现金与现金等价

物之和）。余下变量的定义见表 １。
表８列示了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如第

（１） 列和第（２） 列所示，无论被解释变量

是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还是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２，数字化转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 的水平下显

著为正； 如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所示，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至少在 ５％ 的水平下

显著为负。上述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

够显著提高企业存货管理能力、缩短提前期，从而带来企业存货水平的降低。因此，本文有关数字化转

型降低企业存货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均成立。

—４４—
①因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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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测度，并基于存货调整行为视角，检验了数字化

转型与企业存货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１）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存货水平。
（２）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存货水平的降低作用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业务复杂度、供应商 ／客户地理距离以

及所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条件下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３）提高存货管理能力和缩短提前

期是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存货水平的两条作用路径。
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为：（１）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应鼓励企业设置清晰的战略目

标、做好系统的战略规划，将数字技术切实嵌入企业的管理中，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对企业

全价值链环节进行数字化升级，这有助于提高企业应对复杂业务的能力和经营绩效；另一方面，在本

文的情景下，非国有企业转型效果更强，但国有企业历来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因此尤其要鼓励国

有企业积极转变思维，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２）加快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可以

基于供应链共享数据平台，跨越时空将生产和市场等信息低成本、无时滞地传递给其他供应链成员，
尤其有助于远距离企业间的及时交流与沟通，这为企业跨区域选择合作伙伴、增加供应商和客户选择

范围，继而提高企业业绩和生产经营稳定性带来了机遇。 因此，应将数字化作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着力培养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一同进行数字化转型，鼓励并

引领各企业形成利益和风险共同体。 （３）大力推进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政府应加大投入，大
力推进 ５Ｇ 网络、数据中心以及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保障企业顺利进行数字化

转型。 此外，鉴于数字化转型效果在不同的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下具有显著差异，国家应统

筹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适当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加快推进“东数西算”
工程，进而通过消除数字鸿沟为西部地区企业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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